
阮 元 （1764—1849 年）， 字 伯

元，著名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是

乾嘉学派的强有力殿军。阮元毕生勤

于著述，治学广博，“自经史小学以

及金石诗文，巨细无所不包，而尤以

发明大义为主……推阐古圣贤训世之

意，务在切于日用”。海内学者将其

奉为山斗，萧一山评价他为“清代羽

翼经学之功臣”，钱穆誉其为“领袖

一 世 ， 实 清 代 经 学 名 臣 最 后 一 重

镇”。阮元皓首穷经，坚守学与仕

合，济于世用，成就了在多领域的颇

高造诣。

训诂明理的治学原则

阮元出身武宦世家，父亲德孝仁

慈，母亲知书识理，他自幼便受到良

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教诲阮元读书治

学要注重“明体达用”，对其一生产

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成长的道路

上，曾与凌廷堪、焦循相与问学，其

为学趣向渐趋明确，开始走上了经学

研究的道路。

阮元亲历乾嘉学派的鼎盛时期，

自幼便受到考据学的风气熏陶。阮元

主张“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

从注疏始”。他宗法顾炎武、戴震，

尊奉以训诂明义理的治学原则。在他

看来，“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

明。”他明确指出：“古今义理之学，

必自训诂始。”他将训诂比作通明圣

人之道的锁钥。“训诂不明则圣贤之

语必误，语尚误，遑言其理乎”，“圣

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

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是故阮元

力倡通过训诂探究文字的本义，明晰

义理。

阮元认为“训诂之学，必自形声

始”，他对文字、音韵颇有所长。阮

元专作 《释心》《释且》《释颂》《释

矢》 等一系列文章，以究文字之本

义。他还援引 《说文》《尔雅》《释

文》《五经异义》《史记》 等典籍史

料，论证了“义从音生也，字从音义

造也”的观点，认为古人造字，字出

乎音义，义皆本乎音，成为训诂学中

的一个重要见解。这些研究成为阮元

倡导“训诂以明义理”的奠基之作。

阮元秉持治经必通训诂的原则，

对“性”“仁”“敬”等儒学核心概念

进行考释，清除了汉以降尤其是宋明

儒者对典籍的曲解臆说。宋学家专注

于义理探求，而汉学家则着力于训诂

考据。阮元实则倡导了训诂与义理相

结合的治学原则，将训诂作为探寻义

理的基础，具有调和宋学与汉学的意

味，避免了走入因考据而考据的死胡

同。此一原则贯穿他一生的治学研

究，至其晚年，他仍言：“余多讲文

字训诂，非迂也，凡字不究其来源，

则每误矣。”

阮元坚持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原

则，校勘、考证诸多典籍，他博采众

家之长，贯纂群言，为乾嘉学派的集

大成者，将清代经学推向新的境界。

他编纂的《经籍纂诂》将唐朝之前的

训诂资料几乎网罗殆尽，被誉为“经

典之统宗，诂训之渊薮”。阮元多次

言说：“余之学多在训诂。”他还汇刻

了 1400 余卷的 《皇清经解》，这部巨

作将在此一时期前有关经学研究的精

华囊括殆尽，被誉为“汉学之巨观，

经生之鸿宝”。

以训诂明义理的治学原则有助于

加深对典籍的正确理解，提高学者辨

别正误的能力，是深刻了解传统文化

与古代历史的桥梁，在继承和发扬古

代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

“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

是而已，非敢立异也。”阮元崇奉实

事求是的治学方法，辩证看待“古”

与“是”的问题，他“崇古”却不拘

泥于古，秉持“崇古”与“求是”的

统一。阮元继承清代学者治经之余

绪，表现出“崇汉”倾向，他认为

“训诂必宗汉人”，因为两汉学行醇

实，距圣贤最近，后来的经学研究渐

入玄虚之境，缺乏理论依据。在他看

来，圣贤经典中无虚空之言，治经当

以求真、求实为务。阮元认为“儒者

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

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

孔、贾义疏之例也”。阮元认为治经

应实事求是，在文献编刻中制定了

“非实事求是者不录，武断附会者亦

不录”的经籍取舍原则。对于古人的

注疏，阮元认为不可完全不读，也不

可臆想空言，亦不必株守旧注，而应

有所取舍。所以他主张不立门户，对

诸家之学广采博取，这一治学方法使

得阮元的才识呈现出广博通达的气

象。他所校勘的《十三经注疏》唯求

其是，析各家精校之言，择其善者而

从之，实为古今经传集大成之作，被

赞誉为“经学之渊海”。

为详勘前人正误，阮元并不拘泥

于考据书本之中的文字，他还倡导以

“实”说经，即通过对测算、图示等

古代名物制度的考究，以及对古代的

典制、地理、金石等广泛考释，还原

先秦儒家典籍之本义。他所撰《考工

记车制图解》，运用算学知识准确画

出复原图，考释了郑玄对于牙围与漆

牙之度的注解，指出了其中的错误之

处。阮元对金石学有着颇为精深的研

究，他广泛搜集金石，孜孜不倦地用

其考经证史。相较于竹简、纸张类书

籍，金石文字的保存更为完好，具有

重要的考据价值。尤其是在上古时

期，铜器仅为少数贵族所有，铜器铭

文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法律意义，是

对相关领域进行研究的珍稀资料。阮

元充分认识到金石的意义，他在金石

学研究上成绩斐然，正是其求真、求

实治学方法的生动体现。

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

阮元推崇实学，力图还原经书本

义，他以通经致用为宗，努力将经义

推及于日用之间，实现“求实”与

“致用”的结合。阮元广泛征引，

“圣贤之道，无非实践”，圣贤之道本

在国计民生，学者应当“所行事功及

于家国”。所谓“学而时习之”，学与

习相得益彰。阮元释“习”为“行”

义，认为学者不仅要融通圣贤经典，

还当以所学付诸实践，致力于经国济

世才可谓真正的“学”。

作为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

的 官 员 ， 阮 元 主 张 “ 稽 古 以 为 资

治”，将学术与政事相结合，以学术

为政治服务。在他看来，“盖未有不

精于稽古而能精于政事者也”。为政

者必须学史、明史，以古鉴今。阮元

处于清中后期，繁荣稳定的社会表象

之下实则矛盾与危机四伏。阮元以对

古代社会的研究为基础，提出“天下

虽大，州县之积也”。若官员能把治

学与治事相结合，从圣贤典籍中汲取

经验教训，针砭时弊，通经以济于实

用，则天下归于治大有可望。

阮元以自身实践生动诠释了学术

何以经世的问题。在治理水患工作上

阮元颇有建树，他以考证为手段，对

于古文献中有关治水、治淤的资料进

行研究，结合实地勘察，因地制宜制

定出修治方案，收效斐然。在搜集资

料过程中，他又发现治河有书，而治

海专书尚缺。他经过研究发现治河与

治海虽不尽相同，然“皆能发明水

理”，遂嘱其门生撰 《海塘揽要》 一

书，极具实用价值。在改革盐政方

面，阮元同样取得瞩目成就。他往往

在实地调查、取得显著治绩后，撰专

文对此过程进行总结。他所作《云南

井盐议》，分析了云南井盐政策导致

民众苦不堪言的原因及其对策。除此

之外，他还从经世致用出发，在兵

政、科技、教育等多领域取得丰硕研

究成果，颇具资政意义。

阮元以博大宏通的学术造诣奠定

了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他始终坚守学

与行的统一，以训诂、求实、致用为

治学特点。他将为学与为官统一于经

世致用的宗旨之中。他亦仕亦学，以

民为本，成就了在为官上的政绩与为

学上的造诣，其治学之道于当代学人

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1960 年，毛泽东专门就全国的卫

生工作起草了一份重要指示，这就是

后来被收入 《毛泽东文集》 第八卷的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 一

文。这是一篇关于党的爱国卫生思想

的重要文献。当前，我们处在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重读毛泽东的这篇经

典文献，有着特别的意义。

“重新发动起来”

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

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新中国成

立初期，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

病等传染病在我国仍不同程度发生，

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同时，新生的人民政权还面临

着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威胁。针对如此

局面，我们党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创建起全新的卫生防疫和医疗保

障体系，广泛宣传和发动人民群众，

积极开展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并

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项具有中国特色

的卫生工作方式，即“爱国卫生运

动”。

1952 年 12 月，毛泽东专门为第二

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号召全党

全国：“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

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

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这次

会议确立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

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紧接着，政

务院决定将中央各级防疫委员会统一

改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爱国

卫生运动的各级领导机构随即在全国

范围迅速建立起来。自此，爱国卫生

运动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经常性

工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一项

重要内容。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年卓有成

效的爱国卫生运动，新中国的整体医

疗卫生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卫生工作

的能力和水平得到全面提升，全体国

民的健康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到 1957

年，全国卫生机构达到 122954 个，卫

生机构人员发展到 125.4 万人，卫生机

构床位数增长到 46.2 万张，分别比

1949 年 增 长 3250.2% 、 131.7% 、

443.5%；全国的人口死亡率从新中国

成立之初的 20.0‰下降至 10.8‰。与

此同时，我们党也领导广大军民及时

粉碎了美国的细菌战阴谋。

然而，随着 1958 年开始的“大跃

进”运动，卫生工作“有些放松了”。

到了 1960 年，为了加强卫生工作，中

共中央在 1960 年 2 月批准印发了卫生

部党组 《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

县现场会议的报告》 及附件 《关于人

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但

未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大多数省、

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

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

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针

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 1960 年 3 月 18

日专门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 《把

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 的重要

指示，要求“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

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这篇文

献，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爱国卫生思

想，里面谈到的工作方法和艺术更是

超越了具体工作层面，具有方法论上

的重要意义。

“移风易俗”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目的在于移

风易俗，培养人民群众讲卫生、爱清

洁的良好习惯，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好

地从事社会主义生产。毛泽东强调：

“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

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

卫生为耻辱。”做到讲卫生、爱清洁，

这在现在看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但

在那个刚刚解放的年代，却是一件关

乎每个人生命健康和社会改造的大事。

1956 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

的《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

要 （草案）》 中，第 26、27 条分别规

定要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消

灭四害。为了响应“除四害、讲卫

生”的号召，人民群众纷纷修整清理

自家的房屋、院落，清除生活垃圾，

基本消除了四害，一扫过去苍蝇蚊子

满天飞、老鼠遍地跑的脏乱，城市和

农村都旧貌换了新颜，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据不完全

统计，到 1958 年 11 月，全国范围内共

清除垃圾 295 亿吨，积肥 611 亿吨，疏

通沟渠长达 165 万公里，新建和改建

厕所 8500余万个。

随着爱清洁、讲卫生社会风气的

逐渐形成，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

了极大提高。过去因为迷信，人们往

往生了病不吃药，而是找和尚道士念

经画符，或是全然不觉生病是由卫生

问题所致，却以为是因为动了哪一方

土地、坏了某一处风水，导致病情延

误甚至不治身亡。通过广泛的爱国卫

生运动，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迷信的

危害，纷纷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

为耻辱，把家中烧香磕头用的香炉换

成了讲究卫生用的痰盂，过去求神拜

佛保平安的愚昧行为变成了求医问药

认真治病的科学行为，整个社会风貌

焕然一新。

“改造世界”

毛泽东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

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

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

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

国人民低弱的体质。”加强卫生工作，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主要是为了改造

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首先，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下，

各方协同配合，人人动作起来。毛泽

东特别强调要在卫生工作中发挥各级

党委和卫生部门党组等党组织的领导

核心作用。正是在党的领导下，爱国

卫生运动成为一项全国性的工作，各

级党政负责人分工负责、层层包干、

逐级推动，农、林、水利、粮食等部

门和工、青、妇等团体协同配合，积

极参与，广大群众热情高涨、自觉行

动，形成了齐抓共管、家喻户晓、人

人动作的生动局面。

其次，既要重视加强卫生工作，

又要注重发展体育运动。在强调加强

卫生工作的同时，毛泽东特别指出：

“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

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

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自 1951 年

第一套广播体操发布开始，人民群众

响应号召，利用课间、工间进行广播

体操锻炼，成为新中国一道亮丽的风

景。1954 年，又在全国的中等以上学

校、职工、军队中推行“劳卫制”。通

过体育锻炼、全民健身，人民群众的

身体素质稳步提升，健康状况得到明

显改善。

再次，要坚持把卫生和生产有机

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指出，要重视

“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

工作”。这就要求在具体实践中，要坚

持把卫生和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为

此，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把大小水坑

改造成小型水库和水渠，这样既能灌

溉、养鱼，又能消灭蚊子；实行垃圾

分类和大型泥封堆肥，这样既能改善

卫生环境，又能为生产积肥；改善工

矿单位环境卫生，这样既能减少疾

病，又能降低因病缺勤率，等等。实

践证明，凡是卫生搞得好的地方，疾

病不但不易发生，生产也会有很大促

进，那些“卫生是小事”“卫生与生产

有矛盾”的错误观念也不攻自破，从

而极大激发出人民群众讲卫生的自觉

性，形成了“生产讲卫生，卫生促生

产”的良好建设氛围。

【讲话原文】

“ 天 行 有 常 ”，“ 应 之 以 治 则

吉”。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顺应了中

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

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

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

流。中国改革开放必然成功，也一

定能够成功！

——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出处】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

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

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

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

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凶。本荒

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

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

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

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时

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

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

则可谓至人矣。

—— （战国） 荀况 《荀子·天论》

【解读】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

出自 《荀子·天论》 首句“天行有

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

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原文的意思

是，大自然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个

规律不会因为尧的贤明而存在，也不

会因为桀的暴虐而消亡。用合理的方

法应对它，就会带来吉祥的结果；用

不合理的方法应对它，就会招致灾

祸。

作为战国末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

想家，荀子吸收借鉴了道家天道自然

中的“知常”思想。老子 《道德经》

称 ：“ 知 常 曰 明 。 不 知 常 ， 妄 作 ，

凶。” 道家主张“天道自然”，认为

自然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

观 规 律 。 老 子 把 这 个 规 律 称 为

“常”，认为人们只有“知常”（即掌

握规律），才是明智的；如果“不知

常”胡作妄为，必将招致凶祸，受到

大自然的惩罚。荀子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天行有常”观点，在一定程度上

批判并否定了儒家“天命神权”的思

想，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开

幕式上，习 近 平 主 席 引 用 这 句 古

语，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必

然成功，也一定能成功，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国人民顺应了历史前进的

大逻辑，始终挺立在时代发展的潮

头。他指出：“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给

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条 就 是 ， 一 个 国

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

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

的潮流中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是

从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光辉历程中得

出的规律性认识，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 人 理 论 上 的 清 醒 和 政 治 上 的 坚

定，为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

推向前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杨立新）

“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

学 与 仕 合 济 于 世 用学 与 仕 合 济 于 世 用

□□ 程丽君程丽君

——阮元的治学之道阮元的治学之道

生 产 讲 卫 生生 产 讲 卫 生 ，，卫 生 促 生 产卫 生 促 生 产
——读毛泽东读毛泽东 《《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

□□ 杨 昕 张 博杨 昕 张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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